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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世界” 范畴与交界面的符号哲学阐释

胡易容

摘　 要： “意义世界” 的形成， 是符号学的核心论域， 也是文化传播发生的处所。 围绕 “意义世界” 的

边界、 范畴及交界面所展开的对话， 是当代学术语境下明晰辨析 “意义世界” 不可绕过的问题： 首先， 在

“人文” 与 “科学” 关系重构语境下以整体性的 “知觉” 调和 “认知” 与 “感知” 的矛盾； 其次， 以 “符
号物观” 重新审视卡西尔关于 “物” 与 “意义” 的 “此消彼长” 论； 最后， 结合当代技术与人文融合语境，
以 “信息” 作为客观秩序规定性， 以达成 “获义意向” 与外部世界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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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何谓 “意义”？

“意义” 一词， 如此普遍却又如此宏大晦涩， 它是人们的日常生活， 也是人之为人的存在基础。
若从日常使用来看， “意义” 的界定大致包括两方面意涵： 一是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 其意思略

偏向于英文中的 “ｍｅａｎｉｎｇ”， 若对应皮尔斯的符号表意三分法， 较为接近他所说的指示符 （ ｉｎｄｅｘ）
的意涵， 我们权且称为 “指向性意义”； 二是指向其作用、 价值， 是对所指向 “意思” 的价值判断和

再解释， 偏向于英文中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我们可称之为 “价值性意义”。 价值性意义更接近于由反复赋

义而累积的 “象征符”， 它必须以指示性意涵为基础， 这也符合象征符以反复指示为基础的逻辑。 这

两种指向几乎涉及人类理论与实践的全部终极指向。 正如梅洛－庞蒂在他的 《知觉现象学》 中指出，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存在， 所以我们被判定给了意义”。① 康德以来， 自然科学逐渐与人文学发生分化

进而形成了对世界的两大类不同观念。 其中， 自然科学偏向于客观真理之发现， 指向追求事物所包含

的客观规律； 而人文学则融入了更多的 “价值追问”， 强调人的参与和创造。 海德格尔所倡导的 “诗
意的栖居” 正是对人的生存方式 “意义” 的终极追问。 这当中， 既包括对 “指向性意义” 的求索，
也包括对 “价值性意义” 的实现。

尽管所有的人类理论多多少少都关乎 “意义”， 但不同学科和理论与意义的关系远近并不相同。
自然科学所追求的客观真理是一种 “指向性意义”， 其探求过程要避免 “价值性意义” 对研究的客观

性产生干扰。 相应地， 人文学与 “价值性意义” 的关系更为密切。 而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普遍问题之

学， 其关照意义的方式是根本性的。 具体流派的哲学或许更具有人文色彩， 但就其 “爱智慧” 的出

发点而言， 是对一切意义的探求。 各门类具体科学或哲学中的分支则常常将 “终极意义” 悬搁一边，
而通过具体的范畴限制、 语境设定来处理更为具体的意义。 例如， 梅洛－庞蒂的哲学又被认为是 “意
义哲学”， 即是由于， 他将意义问题作为其哲学的本体论， 并以此构建了他的知觉现象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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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偏向于将意义问题悬置于一个本体论的终极位置， 而符号学更直接面向意义问题本身。 符号

学作为一种形式论， 它既有面向 “指向性意义” 的一面， 也处理 “价值性意义”， 因而也被称为 “意
义学”。 例如符号逻辑研究及其延伸出的人工智能等当代科学应用研究， 就偏向于自然科学的 “指示

性意义”； 而它在近现代百余年学科发展所主要展开的语言、 文学、 艺术以及更宽泛的文化研究则非

常注重探讨这些文本的 “价值性意义”， 故此符号学也常被视为人文学的方法论。 此外， 在人文学的

各种方法论中， 符号学又因其注重形式研究、 强调逻辑和理论模型建构而被称为 “人文学中的数

学”。①

通常， 符号学常被视为一种具体文本形态或体裁的 “意义” 分析操作方法 （如语言符号学、 图

像符号学）， 或社会文化层次的意义分析 （宗教符号学、 社会符号学）， 但实际上， 作为意义学的符

号学也并不回避对终极 “价值性意义” 的追问， 并从意义学内部向一种 “意义哲学” 不断推进。 例

如， 卡西尔 （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 提出 “人是符号动物”， 从 “符号使用” 的角度丰富了对人的本质属性

的认知， 是对哲学终极问题 “人的意义” 的里程碑式贡献； 皮尔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Ｐｅｉｒｃｅ） 说， “宇宙

充满符号” 而试图将符号作为一种世界的基础要素； 迪利 （Ｊｏｈｎ Ｄｅｅｌｙ） 在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
中追问： “符号学如何将传统恢复为哲学？”② 无论是迪利的 “恢复”， 还是塔拉斯蒂的 “回到”， 都

是对符号学构建其哲学基础的必要性的共识。 这一哲学基础又将为当今社会的现实境况提供理论依

据。 赵毅衡围绕 “文化社会” 探讨了一种 “中观” 层次的意义世界。 他既不赞成詹姆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 “每个人一个世界” 那样过于碎片的处理方式， 也不接受于克斯库尔 （Ｊａｋｏｂ Ｖｏｎ Ｕｅｘｋｕｌｌ） 按

照 “物种分类” 建构的生命域意义世界。 赵毅衡提出， 人类认知之外的物世界可以 “存而不论”， 他

将意识面对的 “事物” （物、 文本、 意识） 作为意义世界的范畴，③ 试图提出一种为 “人类文化” 提

供基础的 “意义世界” 方法论。 这不仅关乎作为意义 “哲学” 的符号学核心论域， 也是当今人类文

明冲突此起彼伏语境下， 重构一种和谐共存的 “人类意义共同体” 必须解答的基础问题。 由此， 本

文尝试以其中 “意义世界” 的对立范畴的探讨为起点， 通过思考意义世界分别与 “自在世界” “物世

界” “客观世界” 的关系来探讨意义世界的处所、 范畴及交界面， 其具体涉及的问题分别是：
一是， “自在世界” 如何进入 “意义世界”？
二是， “物世界” 与 “意义世界” 是否 “此消彼长”？
三是， “客观世界” 如何向 “意义世界” 显现？

一、 “自在世界” 通向 “意义世界” 的渠道： “感知” 或 “认知”？

要处理好 “意义世界” 范畴问题， 首先需要一个参照系， 即我们如何界定意义世界之外是什么？
符号学家卡莱韦·库尔 （Ｋａｌｅｖｉ Ｋｕｌｌ） 在 “四度自然说” 中， 提出 “绝对的荒野” （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来说明 “作为自然本身的零度自然” （Ｚｅｒ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ｔｓｅｌｆ）。 从库尔随后对零度自然

的补充界定来看， 其本意是指与人类没有任何关系的 “自在世界” ———他指出， “零度自然是 “从自

然到自然”， 以及 “零度自然是 ‘在外’ 或 ‘原来就在’ （‘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ｏｒ ‘ｉｎ ｈｅｒｅ’）”。 但库尔在描述

零度自然的时候， 的确 “不经意” 地涉及了某种被人类意义世界 “污染” 的可能。 例如， 他解释

“零度自然是生物学家想要描述的自然”④ 时， 忽略了生物学家作为人类认知主体的基本事实。 不过

我们仍然可以沿着库尔 “荒野” 这一举例可能造成的误解讨论自在世界的边界。 赵毅衡的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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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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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ｍｉｏｔｉｓｔ” ａｎｄ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Ｓｏｕｔｈ Ｂｅ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５１－８９．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３－４ 页。
Ｋ． Ｋｕｌ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ｉｇ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１ （１９９８）， ｐｐ.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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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所及范围之外的物， 尚未被人感知， 依然是浑然自在的物世界”。① 在他的探讨中， “感知” 至

关重要， 这与梅洛－庞蒂 “一切意识都是对于知觉的意识”② 的观点具有共通性。
值得追问的是， 我们如何理解和使用 “感知” 这一术语？ 感知， 通常被解释为 “客观事物通过

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③ 其根基是官能性和生理性的； 与此相对的概念是 “认知”， 侧重形

式和知识。④ 若将 “官能性” 的感受作为 “自在物世界” 与 “意义世界” 的分水岭， 是否会存在与

库尔的 “荒野” 说同样的问题而对意义世界之所及有所疏漏？ 例如， “物理学热衷讨论 ‘平行世界’，
但是我们无法感知， 至今也无法证实 （虽然从数学上能推理） 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存在”。⑤ 这一判断，
引发了意义世界的边界是否包括数学这类形式科学认知范畴的问题。 类似的例子， 在冥王星被望远镜

观测到之前， 它曾是一颗存在于数学公式推演里的行星。⑥ 如果数学推理不能作为冥王星进入我们意

义世界的依据， 以何种标准来判断冥王星进入意义世界呢？ 是被牛津学童威妮夏·伯尼 （Ｖｅｎｅｔｉａ
Ｂｕｒｎｅｙ） 以冥界之神普鲁托 （Ｐｌｕｔｏ） 为之命名？ 或是望远镜 “看到”？ 还是采集到样本？ 现代科学的

许多发现， 都是先由数学计算推演， 而后被物理实验、 观测佐证； 人类有限的感知能力接触则往往非

常滞后。 类似的例子， 如： 黑洞、 基因、 引力波、 夸克、 上帝粒子。 迄今仍然有很多对象如， 暗物

质、 反物质、 暗能量等， 仍存在于数学推演之中。 如果按照被 “感知到” 的要求， 它们就不得不被

排除出我们的意义世界。
问题的实质， 是从文化社会的场域出发， 人类意义世界是否要越出 “感知” 世界， 而进入包括

形式科学在内的 “认知” 世界？ 从符号学作为一门 “人文科学” 的逻辑来看， 恪守 “人类的感知”
是符合 “文化意义” 需求的。 这也是符号哲学家卡西尔的立场， 在他看来， “科学可以从物体下落运

动推而广之， 并引申至那充塞宇宙整体的万有引力定律。 这种普遍性乃是人文科学所不能企及的。 人

文科学无法否定其人类本位主义色彩”。⑦

卡西尔的论辩， 是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殊为根据的。 然而， 在人类意义世界这一宏大话题

的语境下是否涵盖数学、 逻辑学等形式科学构筑的 “意义世界”， 也即是在重新考虑人文学与自然科

学在形式论意义上的 “共通性”。 从人类文明实践来看， 人类意义世界的扩大史， 是从纯然依赖官能

感知持续向认知为感知提供模塑框架的转化史。 人类与动物的感知官能， 有生命形态的差异而没有功

能性质的区别。 很多动物的感知能力甚至高于人类———鹰有更锐利的视觉、 蝙蝠有超声波、 蛇有红外

热感应等等。 而人的意义世界之所以更丰富， 是由于越出官能性感知， 进入了认知世界。 面对自然世

界， 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所能感知到的对象世界依然具有共通性———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

古人”， 而人们所感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 从天圆地方的构想到日心说的颠覆， 再到宇宙大爆炸乃至

今天的 “平行宇宙” 诸论， 不断丰富的意义是以不断丰富认知为框架获得的解释结果。 换言之， 人

类之外的动物受困于其 “感知世界”， 而人类具有更高的世界认知能力以及在认知基础上以实践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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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第 １６ 页。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 第 ４－５ 页。
“感知” 是感觉和知觉的统称， 是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 感觉反映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
是各自孤立的、 相互隔离的； 知觉反映客观事物的整体， 是各种感觉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集合。 参见张永
谦： 《哲学知识全书》，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认知” 从希腊文源头那里意即 “知识” 或 “识别”， 是最广义的知识， 既指认识活动或过程， 又指知识本身，
它包括知觉、 记忆、 直觉和判断。 经院哲学家认为， 任何被认识的东西， 作为被认识了的东西都是进行认识的灵
魂的偶性， 因而都是被一个提供知识 （ｉ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的动因引起的。 参见蒋永福、 吴可、 岳長龄： 《东西方哲学大
辞典》，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第 ４ 页。
与冥王星情况类似， 最近，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发现， 一个巨大的天体正在沿着奇怪的、 高度拉长的太阳
系外围轨道行进。 他们在美国 《天文学杂志》 上发表论文称， 尽管尚未直接观测到这颗天体， 但已通过数学建
模和计算机模拟， 确认其是太阳系名副其实的 “第九大行星”。 参见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ｉｔｅｍ ／九大行星 ／
４６４０２５＃１０，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
恩斯特·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 关子尹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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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能力。
面对当今时代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 人文学与自然科学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对话与互相渗透和冲

突， 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那种泾渭分明的边界正在经受新的挑战。 当中既包含物理学向哲学发出的

挑战和冲击， 如霍金 （Ｓｔｅｖ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 声称， “按照传统， 这些 （宇宙的本源） 问题是哲学要回答

的问题， 但哲学已死。 哲学跟不上科学的步伐”，① 也包括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领域迫切需要包括语

言学、 文学、 艺术学等人文学的知识协同。 由此， 卡西尔基于 “人文” 与 “科学” 二分的逻辑指责

以数学形式为本质特征的精确科学的 “反文化”，② 其基础就不存在了。 当前的问题， 不是如何在这

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修修补补， 而是找到更深刻的协同。 在符号学内部， 这种分治观念已经不再是符

号学学科论域的园囿。 结构主义之后的符号学浪潮， 已经越出了其提出之初那种门类的局限， 它与现

代科学的影响一道， 成为了更为广泛的 “领域” 的共通方法论。
如果将人类形式逻辑的认知世界 （当中有许多 “感知” 之未及） 作为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 将

使意义世界的边界有所扩展。 但这些对象的形式特征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方式的确与卡西尔在

“人文” 与 “科学” 的二分范畴中所限制的 “人文对象” 有一些不同的性质， 这是由于， 形式科学

“认知” 的意义世界， 与 “感知” 构筑意义世界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
以幻想、 梦境和文学等虚构的意义世界为例： 现实发生关联的方式上， 文学虚构和幻想保留了现

实世界一些内容质地感———细节、 片段而获得 “身临其境” 的 “拟真” 知觉体验， 但这些 “体验”
不负有普遍有效的事实兑现之责；③ 与之相反， 形式逻辑认知诸学科 （理论物理学、 数学、 逻辑推演

等） 则在内容上抽去了现实世界的各种 “殊相”， 而保留了结构 “形式”， 且如卡西尔所说， 这种形

式是普遍有效的。 在系统完备性方面， 幻想、 梦境和文学虚构不要求全域性的细节完备性， 只强调感

知体验效果； 而形式科学则必须追究系统内部任何细节的逻辑自洽性。 赵毅衡提道， “文学艺术、 思

维想象具有相当紧密的思索， 内在因素足够连贯， …… （长篇小说、 电视剧） 细节量足够大。 他们

至少局部地逼近了一个逻辑整体”。④ 细加考察便可发现， 无论篇幅多长的小说、 电视剧， 其文本的

细节都仅以满足读者的感知为目标来设定。 越出这个范畴， 便不能追问其逻辑自洽性， 也不能获取更

多细节。 这与 ３Ｄ 游戏的体验非常类似。 在游戏虚拟世界中， 游戏者看到的所有对象， 都是围绕游戏

线索关卡展开的， 游戏者只能在规定的有限路线上航行。 越出这个方向， 就是视界的禁区， 由于没有

提供后台元数据， 那里也就没有任何可供观看的对象， 只有马赛克。
与虚拟数字游戏的世界一样， 文学文本的世界、 梦境、 幻想没有现实世界那种不言自明的 “无

限连续性”。 文学文本的读者与作者订立的阅读契约是 “只在此处”， 双方心照不宣。 一部武侠小说

里， 整天打打杀杀的江湖儿女们似乎从来不用为平日生计奔波。 所展示其吃喝拉撒之类的生活细节，
也必是服务于侠义、 爱情、 忠勇、 豪气 “母题” 的需要。 孙金燕指出， “它征用现实世界细节， 目的

不在于对其真实性负责， 而是要形成关于现实世界 ‘整体’ 的假象”。⑤ 与此相反， 形式逻辑认知推

论出的世界必须是逻辑自洽的， 其可提供细节是无限的： 一根直线、 一个平面、 有理数序列都是一个

无限延续的逻辑事实。 我们通常示意的线段、 平面， 只是为了交流的便利而提供局部示意。
由上， 如果符号学自设为讨论 “意义世界” 的学问， 其全域就不得不包括连同形式科学指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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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 ２０１１， ｐ. ５．
卡西尔认为， “以数字形式呈现的科学与知觉的区别在于它要求严格的确定， 而知觉却满足于单纯的 ‘估计’
（ｓｃｈäｔｚｕｎｇ）。 这种以严格的数字化构建的世界， 恰恰是以褫夺人的事物世界的灵魂为代价的。 在这样一个自然的
图像中， 人类的文化是难以觅得一栖迟之所与归宿的。” 参见恩斯特·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 第 １２１ 页。
这里分为虚构体裁与纪实性体裁两种情况： 虚构体裁完全不负有兑现之责， 其未来是否能够发生与现实的某种契
合， 从而转变为 “可能”， 则与其与现实的交互影响有关。 如， 科幻小说根据科学事实展开联想 （硬科幻尤其如
此）， 未来的发展的确与之可能有相似之处； 同时， 科学发展也可能受到幻想的启发而成为一种发展事实。 纪实
性体裁的文本兑现也仅仅指代个别事实的对象， 而不负有普遍有效之责。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第 ８ 页。
孙金燕： 《现实、 虚构与想象： 武侠文本的符号述真与解读错觉》， 《西南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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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世界。 当然， 在这个总体意义的意义世界中， 不同论域的学者可以分别就其主要研究对象来设定

其 “核心论域” （如前文提到的生命意义世界）。 实际上， 皮尔斯符号学的另一个名称就是 “逻辑

学”， 他说， “所有的思想都是借助符号得以表达的， 因此， 逻辑学可以被看作是一门有关符号之普

遍规律的科学”。① 艾柯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 对符号学研究的三种论域， 就直接主张包括 “形式逻辑” 和

“形式化的语言”。 他认为 “从代数到化学， 毫无意外， 这些语言形式都在符号学的研究范畴之中，
与这些领域探索有关的是数学结构的研究”。②

综上， 狭义的官能性感知不能完全处理 “意义世界” 的全域， 或可借用梅洛－庞蒂的 “知觉” 一

词实现 “感知” 与 “认知” 的整合与扩延， 用他的话来说， 即是 “被知觉的世界是所有理性、 所有

价值及所有存在预先设定的前提”。③ 这也符合符号学作为意义 “形式论” 与 “形式科学” （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④ ［艾柯称为形式语言 （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的整合。 这种广义的意义形式论视域下的

“知觉符号学”， 既是 “感知” 的， 也是 “认知” 的， 具有跨学科包容性———既可以实现意义殊相的

再现， 也包含了形式规律的抽象。 当符号作为殊相连接对象时， 符号呈现为 “个别符” （ ｓｉｎｓｉｇｎ），
当符号承担形式抽象之责时， 其反映的是事物的范畴和类型。 皮尔斯符号学的三分中， 型符

（ｌｅｇｉｓｉｇｎ） 即是指符号对 “品质一般类型的确定”。⑤ 艾柯说符号必为类型， 意思是任何一个符号表

意， 背后必然有一个意义的类。⑥

综上， “自在世界” 脱离其 “自在” 而成为 “意义世界” 的对象， 未必是被感知到的， 而可能

仅仅是逻辑认知的结果。 无论是我们直观感受到， 还是逻辑上通过推演认识到的世界， 都不再是纯然

的 “自在世界”。 用卡西尔的话来说， 即： 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 而是生活在一个不

可倒转的符号宇宙之中了。⑦ 不过， 自在世界进入意识被感知或认知的程度是有深浅之别的。 爱因斯

坦计算了 “黑洞” 的存在， 此时， 黑洞已经不再是纯然的 “自在” 了， 而当代天文学家有幸通过先

进技术观测到一个黑洞， 使得我们对黑洞的认识有了 “感知” 的进一步佐证， 我们对黑洞的认知更

深入了———其在意义世界获得了更丰富的理解和阐释。

二、 “自在世界” 是通过 “物理实在” 退却进入 “意义世界” 吗？

（一） “自在世界” 与 “物世界”
“自在世界” 与 “意义世界” 似乎呈现一种 “此消彼长” 的关系。 人类借助科技设备扩大了

“感知” 能力， 而随着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总体知识的增加， 也提升了 “认知” 能力。 近代以来， 随

着这种能力急剧扩展， 人类曾经认为太阳之下无新事了。 正如牛顿物理学之后数百年， 物理学曾被认

为已经穷尽了运动的所有规律， 直到量子力学的出现才击溃了这种无知自满。 现代科学发展促进人类

认知能力仍在继续飞速增长， 这个过程是否如卡西尔所说， “人的符号活动能力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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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 《皮尔斯： 论符号》， 赵星植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７ 页。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 １１．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 第 ５ 页。
在此， 有必要重新对 “科学” 的定义与范畴稍作辨析。 “科学” 一词由近代日本学界最早用于对译英文中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 及其他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 欧洲语言中该词来源于拉丁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意为 “知识” “学问”， 在
近代侧重关于自然的学问。 科学的范畴在当今 “技术” 发展的背景下因与 “技术” 连用而常常被等同于 “科技”
或 “自然科学”。 数学本身是否被恰当地归类为科学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些思想家认为数学家是科学家， 关
于物理实验是无关紧要或数学证明等同于实验。 其他人并不认为数学是一门科学， 因为它不需要对其理论和假设
进行实验测试。 数学定理和公式是通过推理公理系统的逻辑推导而获得的， 而不是经验观察和逻辑推理的结合，
后来被称为科学方法。 一般来说， 数学被归类为形式科学， 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被归类为经验科学。 参见
Ｍａｒｉｏ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Ｂｕｎ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８， ｐ. ２４．
皮尔斯： 《皮尔斯： 论符号》， 第 ５２ 页。
翁贝托·艾柯： 《镜像》， 张颖译， 《符号与传媒》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辑。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甘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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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多少， 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①

此问题引出两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 “自在世界” 是否就是 “物世界”？ 二是， 他们与意义世界

的关系是否 “此消彼长”？ 看待这两者的关系涉及到他们作为被认知对象的世界的分节方式， 而区别

于前文从 “人” 这一端谈的知觉方式。
第一个问题， 是哲学界讨论已久的 “自在世界” 的范畴， 须在世界构成的总体框架下讨论。 这

个总体框架是这世界分节的全域。 蒙昧时期的人类以信仰代替哲学， 将世界视为由某种超越力量主

宰； 古典朴素自然主义哲学将世界视为由某种匀质的微粒原子构成， 或视为某几种基础物质相生相

克。 此后对世界的本源逐渐发展至一种抽象的 “工作假定”。 如， 古希腊的柏拉图的 “理式”， 亚里

士多德以后各种对 “存在” 范畴的讨论， 黑格尔的用语 “绝对精神”， 都涉及对这个总体框架的讨

论。 此处对 “自在” 的讨论是相对 “意义世界” 而言的。
首先， 是 “自在” 与 “物” 的关系。 两者虽然意义不同， 却分别与意义世界相关的 “精神世

界” 或 “经验世界” 能形成一定对立关系而被联系起来。 以康德的 “物自体” （Ｄｉｎｇ ａｎ ｓｉｃｈ） 观念

为例， 在他看来， “ 经验世界是一个复杂的表象， 它的存在 和 联 系 只 发 生 在 我 们 的 再 现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中， 而后者也并不是物自身， 而仅仅是我们再现的模型 （ｍｏｄ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②

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康德的 “物自体” 的用词 “Ｄｉｎｇ” 本义并非物理学意义上 “物质” 而是更广

义的 “事物”， 其在英文中的对译是 “Ｔｈ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 汉语将其译为 “物” 而易于陷入一种 “物理

学” 式的 “物质观” 中。 “物世界” 与 “自在” 常常并列在一起。 如赵毅衡指出， “自在的物世界，
不仅是混沌， 而且是无法给予符号化意义化的未知世界”。③ 为了避免容易混淆的 “物” 观， 他特别

表明， 对象世界的 “物” 是包括非意识本身的各种事物 （如物、 生命、 文本……）。
沿着这一思路， 将 “自在世界” 视为一种 “未知世界” 或 “混沌”， 那么， 绝对意义上的 “未

知” 就只能在 “未知” 一词自身的意义上言说。 任何词语的修饰， 至少可能在 “某种意义上” 已然

被 “知觉” 了， 进而陷入与前文提到的库尔那个 “荒野” 的例子一样， 有陷入某种 “概念化” 的嫌

疑。 比较海德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与萨特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 Ｓａｒｔｒｅ） 使用 “存在” 这一术语的区别也能

看到， 海德格尔并不满意萨特对 “存在” 充满主体意识的解释。 在他的解释中， 作为存在者的人只

是 “此在” 之在。 此在之生存于世界， 意义已经在场了———也即已经进入了 “意义世界”。
（二） “物世界” 与 “意义世界” 的 “间性”
由此， 若将 “自在世界” 等同于 “未知世界”， 实际上， 相当于将整个世界设定为一个总量， 而

“意义世界” 就相当于 “已知世界”， 进而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前文提及的卡西尔关

于 “物世界” 与 “符号活动” 此消彼长就是这一逻辑的推论。 沿着这个思路， 意义世界则不得不在

“符号性与物性这两个极端之间滑动”。④

这里的关键误会在于， 将 “自在世界” 与 “意义世界” 的关系置换成了 “物理实在世界” 与

“意义世界” 的关系。
首先必须承认意义世界中有 “物” 性， 但物性本身 （无论是哲学之 “物” 还是物理学之 “物”）

并非那个自在世界的 “混沌”， 而是由获义意向照亮的结果。 也即， 此 “物” 是被对象化和符号化赋

义的称谓方式。 人类的感知与认知实践赋予世界以秩序之澄明， 而使之从意识之外的混沌中被照见。
在这种意义世界认知之光的照亮下， 褪去的只是 “混沌” 和 “未知” 的黑暗， 而不应是清晰明白的

“物性”。 “物性” 不仅不因意向的照亮而褪去， 反而是被照亮的性质之一。 不仅如此， 人类通过反复

的意义实践， 不断创造新的 “物” 态， 持续丰富 “物” 的意义———在消费社会中， 可视为符号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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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第 ３３ 页。
Ｉ． Ｋａｎｔ，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 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 ｔｏ Ａｎｙ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 ４２．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第 １７ 页。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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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溢价”。 现实生活中， 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头， 因其特别的矿物材料、 质地被认知， 其 “物性” 是

否是自然而然的。 假如它是一块玉料， 被人采购作为原料并请工匠进行设计、 打磨成为一件玉器； 若

这件作品的雕刻者的技艺广受认可， 是一名知名的雕刻艺术家， 则雕刻者的署名会让这件作品要高于

同类材料的作品。 整个过程中， 匠人必然高度尊重其 “物性” 并依据其经验善加使用。 他的雕刻工

作创造了一个新的 “物” 态， 他的署名又进一步丰富了该物件所附着的意义。
与此类似， 一件设计精美的服装、 一个做工精良的包， 在打上了 “品牌 ＬＯＧＯ” 后， 丰富了此

“物” 的意义。 但这些意义的附着丝毫不损害其通常被视为物性的成份 （精良的做工和精选的原材

料）。 或者有论者会质疑： 若某个作品所用的材料极其廉价， 甚至是无须任何材料的艺术作品 （例如

签名）， 难道也依赖于物性吗？ 恐怕的确如此， 物性乃是我们对 “物” 的任何性质的使用， 包括物的

色彩、 形状、 质料、 空间， 也包括以上述方式呈现的物的缺失和空无 （空符号）。 空符号不依赖于具

体的物， 但其建构必须以某种物的应有而未有才能获得表意。① 卡西尔对 “人文科学” 的悲悯情怀，
仍然可以栖居于这个被赋予了丰富意义的 （亦即符号化的） “物” 世界。 正如梅洛－庞蒂所说， “我
们不能对知觉进行习惯上的形式与物质区分， 也不能将知觉的主体构想成一个可 ‘解释’、 ‘破译’
并 ‘安置’ 可感物质并掌握其观念规则的意识”。 在他看来， “一切知觉都在某一视阈并最终在 ‘世
界’ 中发生”。②

整个过程即是——— “自在世界” 因人类的意义活动而澄明， 分节出物世界与符号世界， 进而以

行动实践创造出不同的物之形态， 或以更多的意义实践赋予物以更丰富的意义。 在上述所有的活动

中， “物” 之依然为 “物”， 因其作为 “物” 的意义并不受到其他特定获义意向而稍减———就如 “一
斤米的意义” 并不受 “一顿饭的意义” 影响一样。

此说并不是为了辩论 “意义” 与 “物” 何者是本质， 而是说， 在重置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

分野后 （这一分节并没有逻辑必然性， 而是一个历史中的阶段性概念）， 符号学及其关涉的意义世界

在更具开放性的同时具有完备的逻辑自洽性。 “物性” 也存在于这个更广义的意义世界中———换言

之， “物” 就是被认知和赋予的意义的一种。 这种意义叠加 （而非削减） 的观念， 秉持的是人类行动

与思维实践 “创造世界” 的信念， 它看待意义世界的方式是不断扩大和丰富。 这种理解也更符合一

种符号哲学指向的 “文化意义世界”。 诚如卡西尔所言， 人类这种 “符号动物” 生活在其自身构筑的

无法倒转的符号宇宙 “气泡” 之中。③ 人类一切感知与认知的努力， 都是在扩大、 丰富这个符号气泡

宇宙。 而对于这个气泡之外的世界， 人类只能保持一种自知之明和谦卑。
回到论题的起点， “自在世界” 与 “意义世界” 并非一种静态的此消彼长， 而是一种 “互生”

关系， “自在世界” 是 “意义世界” 探究的工作预设， 正如 “暗” 是作为 “光明” 的坐标而存在

的 “概念”， “暗” 本身并不存在， 它本身是 “无”。 同理， “自在世界” 是对人类探索预设的永无

止境的信仰。 而 “自在世界” 不能说 “是” 也不能说 “不是” “物”。 因为， 既然自在， 也就没有

进入人的对象范畴， 我们只能就 “自在” 本身而言。 根据经验世界所 “推知的未知” 是已经触及

意义世界边界的未知， 而不是纯粹意义的自在； 而对于 “物世界” 中已经进入意义世界的部分，
它们本身就是被名之为 “物” 的意义呈现， 它们不仅不因意义世界的扩展而退却， 反而是意义世

界的实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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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易容、 任洪增： 《艺术文本中 “空符号” 与 “符号空无” 辨析———电影人物影像符号 “不在之在” 的表意机
制》， 《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 第 ５ 页。
Ｅ．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７， ｐｐ. ５７－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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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客观世界” 向 “意义世界” 的显现———作为交界面的 “信息”

如前所述， “自在世界” 通过主体化 “认知” 或 “感知” 而通向 “意义世界”。 因为， 当且仅当

有知觉主体时， 意义才可能发生。 在此， “自在世界” 就转化成可被认知或感知的 “对象世界” ———
它是一个待在结构， 是符号化的条件。 因此， 符号的定义即是 “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① 注意

这里的 “被认为” 是一个被动语态， 指的是， 在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中， 主体意向性处于主导地位。
由此， 有必要继续追问 “客观世界” 与 “意义世界” 是否全然是被动的？ 若不是全然被动， 则是否

存在一个居间的交界面？
在符号学领域， 通常沿用 “心物双源” 说， 其中， “意义意识与世界的交汇， 两者缺一不可”。

相应地， 它们之间呈现为一种 “符号－物二联体”， 其成立 “取决于事物感知的接收者的解释意向

性”。② 这一命题使得 “获义意向” 具有关键性。 由此将问题再次推进到 “意义世界” 的边界上。 需

探讨的是， 在缺一不可的另一端， “世界” 是如何参与意义建构的？ 换言之， 获义意向何以照亮此

处， 而不照亮彼处？ “物世界” 只是被动地等待获义意向的照亮吗？ 它是否具有 “呈现性” 和 “如其

所是” 的规定性？
事物有无限观相， 观相之间不同， 且他们的 “显著性” 也并不相同。 不同事物的无穷观相不能

彼此约同的原因， 即在于他们的构成规定性并不相同。 在此， 可以将这些差异理解为事物规定性的不

同 “显现性”。 如果不承认这种事物自身显现性的差异， 获义意向就无法区别事物， 进而导致所有事

物成为王阳明所说的 “心之所发便是意， 意之本体便是知， 意之所在便是物”。 “心发论” 忽略了事

物的显现和规定性而滑向一种唯心观。 从这一点上说， “心物双源” 作为符号认知的假设分节， 逻辑

上仍然有其可借鉴之处———文化认知需要 “同中求异” 与 “异中求同” 的结合。 这种用处源于事物

既包含 “共名” 也包含 “别名”。 共相是事物内部规律之同， 而事物的 “别名” “殊相” 是进入内在

规律的入口， 且常常具有某种 “主动显现” 的性质。 这里的主动， 并非指它有某种表达的主观意识，
而是指 “自在世界” 与 “获义意向” 发生关系时的 “待在性”。

这种秩序的显现即 “信息”。 信息一词源于拉丁语， 西塞罗和奥古斯丁等人在柏拉图 “理式论”
（ｉｄｅａｓ） 的语境下使用此词。 尤其是西塞罗， 他用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ｒｅ” 来表示伊壁鸠鲁 （Ｅｐｉｃｕｒｕｓ） 学派的

“预辨法” （ｐｒｏｌｅｐｓｉｓ） 观念， 即植入心灵中的再现形式。③ 该词此后逐渐偏向于科学意味， 而在近代

哲学中几乎消失。 １９４８ 年， 香农 （Ｃｌａｕｄｅ·Ｅ·Ｓｈａｎｎｏｎ） 提出 “信息熵”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概

念， 借用热力学的概念来度量信息量。 当前兴起的信息哲学， 论域非常大， 涉及物理学、 数学、 大众

传播学、 社会学、 计算机科学、 认知科学等多个学科。④

在 ２０ 世纪发展起来的信息论中， “信息” 被强化了 “机械论” 的意涵而损失了 “认知属性”， 进

而使得 “人” 的位置从中退场。 信息被作为与 “物质” “能量” 并存的构成世界的第三种要素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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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 页。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第 ２１、 ２３ 页。
Ｒ． Ｃａｐｕｒｒｏ ａｎｄ Ｂ． Ｈｊａｒ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３７，
ｎｏ. １ （２００３）， ｐｐ. ３４３－４１１．
在 １５ 世纪， 法语单词 “信息” 以口语形式出现， 具有一系列含义： “调查” “教育” “通知或交流知识的行为”
和 “智力”。 然后， 技术术语 “信息” 从哲学话语中消失， 好像它失去了吸引力。 取而代之的是， 英国经验主义
又回到了原来的柏拉图式的灵感， 创造了 “观念” （ｉｄｅａ） 一词 ［从柏拉图的 “理念” （Ｅｉｄｏｓ） 派生］。 “凡从认
识的对象。 当一个人思考时， 任何事物都是理解的对象， ……无论是幻像、 概念、 种类或是思维可利用的任何东
西”。 ［Ｌｏｃｋｅ， １９６１， Ｅｓｓａｙ Ｉ， ｉ， ８］。 这种 “观念” 的概念的哲学冒险源自休谟， 康德和弗洛伊德德国理想主义
者直至胡塞尔及以后。 但像史上著名的 “猫” 一样， “信息” 也有九条命， 而当今正在重新转向一种 “信息哲
学”。 现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热力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使得信息论获得了重要地位。 参见 Ｐ． Ａｄｒｉａａｎｓ ａｎｄ Ｊ．
ｖａｎ Ｂｅｎｔｈｅｍ， ｅｄ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００８，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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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作为事物属性标志的 “客观性”， 而以香农为代表的信息学家则进一步将其通过精确的方式度量

化。 度量方式即是通过 ｂｉｔ 为基本单元加以计算。 这种拒绝阐释的比特， 我们可以称之为——— “信
号” （ｓｉｇｎａｌ）。 通常也被称为 “信息的载体” 或具体形式。

在符号学的历史上， “信息” 的具体形式 “信号” 与 “符号” 这两个概念是一对 “欢喜冤家”，
常常被符号学家讨论。 卡西尔认为， “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 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

部分； 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 卡西尔基于 “信号” 与 “符号” 的不同处置能力来区别

人与动物的本质， 进而建立起 “人是符号的动物” 的学说， 他提出， “对人类言语的逻辑分析总是把

我们引向一个在动物世界中根本没有对应物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成份”。① 卡西尔的这种努力， 是希

望通过 “符号” 这一概念来肯定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高贵属性。 然而， 他在对同样体现 （如果不是

更加能体现） 人类 “符号” 能力的 “形式科学” 的排斥， 又使得他的这种肯定并不全面。 相比较卡

西尔的明确拒斥， 艾柯对 “信号” 是否属于符号学之范畴持犹豫态度， 他感到 “断言这些信号对符

号学研究无关宏旨， 未免过于草率”。 他的想法是， 可以将信号视为符号学的 “下阈限”， 而 “从信

息概念中接受了许多属于自己的工具”。②

信息理论在不同学科的广泛应用， 导致的明显问题之一， 是将信息的客观属性与主观性混同。 物

理学中的信息是客观的呈现， 而大众传播学中常常将信息作为知晓的内容， 纳入主观要素。 美国学者

巴克兰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在 《作为事物的信息》 中论辩道， “人们并不仅仅通过刻意的交流而获

取信息， 也通过广泛多样的对象和事件获取信息”。③ 如果将信息理论兴起的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背

景纳入考虑， 在处理 “自在世界” 与 “意义世界” 的交界面时， “信息” （及其具体呈现形式 “信
号” 及具体的 “讯息”） 概念的引入是必须的。 在尊重前人贡献的基础上， 可以将信息界定为事物秩

���
序的显现
����

———一种有待知觉探索的客观待在结构。
这一界定， 强调对认知的 “待在”， 同时一定程度复现了 “信息” 在古老哲学中 “预先” 的意

涵， 其有待 “植入心灵”。 此外， “信息” 的概念与其他哲学家描述世界对象显现也有相通之处———
康德说的 “表象”、 胡塞尔的 “现象” 都是世界与人类经验交界面的问题。 此问题也是 “符号学的奠

基性问题”。④ 可以从 “信息” 作为事物秩序显现来解读皮尔斯 “现象范畴” 中的 “第一性”
（ｆｉｒｓｔｎｅｓｓ）。 皮尔斯的 “第一性”， 是 “意识到的那种东西的品质 （它不是一种虚构） 是第一性”。 ⑤

上述 “信息” 的概念与 “第一性” 的相通之处在于， 它们都不是主观的意识的直接产物， 而是事物

品质、 秩序的 “显现性”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由此， 引入 “信息” 来区分事物的显现性与获义的意向性， 可为自在世界与意义世界的交界面

提供一个更清楚的界说。 这个引入也有助于皮尔斯符号现象学与当代传播学等学科的融合。 同时， 因

更清晰地区分了 “信号” 与 “符号” 的来源差异， 而有助于解决艾柯面临的犹豫境地。
信息是皮尔斯 “第一性” 指向的事物秩序品质———其不是全然被动地等待获义意向照亮， 它无

处不在甚至常常扑面而来。 比如， 地质运动可以显现为地质年代的漫长变化， 也可以呈现为山崩地裂

的地质灾难。 后者迫使人们必须做出反应， 进而思考其成因。 扑面而来的 “信息” 以其巨大力量

“显现”， 对意向性起到引导作用。 尽管事物观相无限， 但他们的显性程度却不一致。 较显著信息构

成的线索， 往往构成获义意向的最有可能的选择； 同时， 信息显现的方式也是对获义意向的限制。
由上， 意向性照亮意义的方向和方式， 不是任意武断的， 它受到对象规定性信息显著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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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第 ４０－４１、 ４１ 页。
Ｅｃｏ，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ｐ. ２４．
Ｍ． Ｋ．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５ （１９９１），
ｐ. ３５１．
董明来： 《意向性的句法与句法的意向性： 胡塞尔对表象与判断， 及其符号表达的研究》， 《符号与传媒》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 辑。
皮尔斯： 《皮尔斯： 论符号》， 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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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上的 “南辕北辙” 并非绝对不能到达事物的普遍共相， 但那将是环绕整个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的

漫长旅程。 当然， 认识也从来不是单一线索的， 因此在获义意向与信息界面的多线索交错的过程中，
构成了丰富的意义世界。 就此而言， “心 ‘物’ 双源” 不是直接通达彼岸——— “心” 需要获义意向

形式化， 而 “自在世界” 需要信息界面来显现。

结语： 意义世界的三个层面

阐明意义世界的起点和边界， 是符号哲学的起点。 一门 “知觉符号学” 既包含 “官能感知” 也

涵盖 “逻辑认知”， 在这个双重意义符号世界论域内， 不同语境可依据其核心对象设定相应的工作预

设。 如： “生物符号学” 涉及的主要是 “信号” 和 “前语言行为”； 而艺术符号学或文学符号学则偏

向对意义感知形式的探究。 这些言说语境的区分对当前跨学科语境下的研究尤其重要。
从本文开篇提及的意义两向度 （指向性、 价值性） 总览意义世界与自在世界的关系， “指向性意

义” 引领人类从已知世界向外部未知世界不断进取。 人类意义世界所可能触及的仅仅是无穷观相和

无限世界的规定性或秩序———其显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信息”。 因而， 基于文化研究的 “符
号意义世界” 乃是经由 “信息” 这一交界面实现的对客观世界的赋义。 不过， 人类意义世界并非只

是 “信息” 的反应， 而是以符号实践阐释、 创造丰富了世界的秩序， 从而生成了 “意义”。 这就构成

了 “意义世界” 的第二个向度——— “价值性意义”， 其并不以 “自在” 或 “未知” 为前提， 而是以

人的符号实践与创造来丰富意义世界， 创造意义世界。 换言之， 价值性意义维度导向一种内在精神的

超越。 而外部世界与内部精神世界的分野并非身体的内外， 而是维度的差异。 意义世界也不是通过对

物世界的褫夺来实现， 而是连同 “物” 作为实践对象本身的重构下的 “丰富性”。 “符号观相” 既来

自人的 “获义意向”， 又受到事物秩序显现和限制。 意义在这个双向的过程中实现， 这些过程的综合

构成了意义社群———全部意义社群之和构成 “人的意义世界”。

（责任编辑： 邱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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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Ｐｅｉｒｃ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 Ｊａｋｏｂ Ｖｏｎ Ｕｅｘｋｕｌｌ,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Ｙｉｈｅｎｇ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ｉｔｓｅｌｆ”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ｐｒｅｆ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Ｆｒｏｍ 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ｓ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ｈａｓ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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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ｏｔｈ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ａｗ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ｏｍ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ｗｏｒｌｄ”? 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ｓ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ｏｕｓ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Ｋａｎｔ．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ａｎｓｗｅｒ
ｈｏｌｄｓ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ａ ｆｉｘ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ｎ ｏｐ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ａ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ｉｎ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ｏ ｔｈｅｙ ｎｏｔ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ｉｒｄ,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ｎｏ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ｐ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ｕｔ ｆｏｒｍｓ 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ｙ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ａ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ｂｏｔｈ ａ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ｕｒｎ ｏｆ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Ｌｉ Ｓｈｉｔ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ｓｏ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Ｗ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ｆｏｕｒ ｔｕｒｎ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ｐｒｏｌｉｆ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ｓ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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